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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悼”邁克爾·K：
庫切公式與後殖民的敘事倫理*

蔣　 暉

［提　 要］ 　 通過庫切，後殖民文學獲得了一種新的關於他者的表現方式，我們可以稱之為描述“他

者”但不為他者命名的技術。 這種技術使得寫作在後殖民時代可以避開建構一個歷史主體的欲望，

轉向尊重差異的倫理學。 庫切的《邁克爾·K 的生活和時代》是這方面的卓越文本。 它激進地背叛

了藝術上的摹仿論，又拋棄了代表性政治，而能做到這一點，在於作者發明了一種“在後面者的眼

睛”的既存在又不存在的敘事者，從而與主人公構成了一種哀悼式的倫理關係，這個敘事者同時又

是“無器官的身體”，這使得敘事處於解域狀態。 這種寫作方法可以稱為庫切公式，在這公式裡，後

殖民文學轉變為一種“哀悼文學”。

［關鍵詞］ 　 庫切　 哀悼　 德里達　 德勒茲　 無器官的身體　 後殖民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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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痕跡

若要理解庫切的名作《邁克爾·K 的生活和時代》，不能不聽取戈迪默的意見。 這部作品發表

於 1983 年，而戈迪默的書評第二年就發表在了《紐約書評》上，可見無論是西方還是南非知識界，
對此書都重視有加。 戈迪默發表這篇書評時，早已是舉世公認的南非大作家了，沒過幾年她就獲得

了諾貝爾文學獎。 在這篇書評裡，戈迪默讚美了庫切所表現出來的作為藝術家的卓越想象力，但
是，對其逃避現實的思想也做了尖銳的批評。 她以盧卡奇的現實主義理論為依據，批評《邁克爾·
K 的生活和時代》缺乏對歷史的整體把握，小說所塑造的主人公 K 不是一個真實的黑人英雄形象，
而是一個被歷史拋棄的個人。①

作為一個激進的反種族隔離鬥士，戈迪默的看法是無可指責的。 庫切此書發表的時候，正值南

非局勢加速惡化，民眾激烈的反抗已使南非接近內戰的邊緣。②在這個時候，作為最有才華的南非

331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政治結構轉型中的新南非小說研究”（項目號：１９ＢＷＷ０７０）和國家社

科基金重大項目“非洲英語文學史” （項目號：１９ＺＤＡ２９６）的階段性成果。



小說家，理應被期待寫出針砭時弊的作品，但在這部小說中，庫切只寫了一個園丁在逃亡途中的遭

遇、以及他對一切現實的反動力量和革命力量的不信任，決心活在一個與世隔絕的環境裡。 他為此

付出巨大的代價，被捕三次逃亡三次，長期承受饑餓的煎熬，逐漸失去了語言能力和社會意識，成為

一個與時代格格不入的存在現象。 這種作品無法給人以強烈的現實感。
然而，時過境遷，在過去的 30 年後殖民研究一統天下的時代，庫切和戈迪默的地位發生了反

轉，過於關切現實的作品越來越得不到重視，庫切的這種與西方文學具有極大互文性的寫作變成了

後殖民文學的經典。 在這種情況下，如何重讀這篇發表在 1980 年代的作品成為一個有趣的事情。
《邁克爾·K 的生活和時代》裡面是不是有超越時代的東西從而引起了戈迪默的誤解？ 如果是這

樣的話，離開了峻急的時代語境後，庫切的作品反而可以得到更好的理解。
本文認為，《邁克爾·K 的生活和時代》不能歸為寫實文學和反抗文學，而這兩種文學正是戈

迪默用來評價庫切的類型。 庫切的寫作，尤其在在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屬於“哀悼文學”的類

型。 山姆·杜蘭是最早將庫切在 1980 年代的三部作品《等待野蠻人》、《福》和《邁克爾·K 的生活

和時代》稱為“哀悼”作品的學者。 然而，杜蘭顯然忽略了“哀悼”這個概念背後的倫理意義，而將庫

切的哀悼寫作當作阿多諾式的理想藝術。 阿多諾的藝術觀基於他的否定辯證法，強調藝術是以整

體形式對抗整體內容（理性、資本主義）。 藝術不是現實的表現而是現實的否定。 杜蘭強調，庫切

對殖民統治的批判和阿多諾如出一轍，他不是要去刻畫真實的受難者來進行批判，而是寫出完全不

摹仿現實的作品來否定現實。 他筆下的“福”和 K 不像任何一個受難者，不能成為受迫害者的象

徵。 因為不能被命名，庫切批判了所有的命名。 庫切的哀悼避免他的作品被政治所利用。③

我則更願意從德里達的角度理解庫切的哀悼寫作。 在德里達那裡，“哀悼”是一個倫理結構，
它指向一個比海德格爾的人與存在更原初的關係———我和他者。 我和他者形成哀悼的關係。 海德

格爾的哀悼只是為了我的死所做的哀悼，但德里達強調，他的哲學不關心我與我的死的關係，而是

關心我與他者死的關係。 因此，哀悼就是我與他者不互相命名卻又表達我的善意的倫理。 在《觀
點》裡，德里達說：“我哀悼因此我存在”。④

建立在這種“哀悼”關係上的文學就是我要談的哀悼文學。 哀悼文學是“我”與“完全他者”留
下的共同痕跡。 庫切的《邁克爾·K 的生活和時代》是這樣的哀悼文學。 它不是現實的否定物，恰
恰相反，它是希望在德里達意義上的前時間裡找到一種形而上學的關係—“我們”，並且追隨這種

關係所留下的痕跡，形成一個文學的追隨行動。
讓我們看這麼一個例子：在《動物故我在》中，德里達對聖經的創世紀重新做了解讀。 他說，上

帝在造人的時候，動物已經存在了，只不過沒有被命名，這個命名的任務交給了人，雖然人得到了命

名權，人卻是跟隨動物而來的，人在動物之後，人不應該是“我思故我在”，不應該是“我命名故我

在”，而應該是“我跟隨故我在”，或者，“因為和動物在一起故我在”。⑤這種追隨的關係先於命名，
先於主體意識從客體中分離，先於把人作為動物的否定物，先於一切本質。 下面我們看一個《邁克

爾·K 的生活和時代》中的情節：當 K 最初在一個地方安頓下來時，他看見的第一個動物是一群

羊，在這片被人類遺棄的地方，一群羊生活著，圍繞著一個水壩形成了自己的領地，它們先於他而到

來。 隨後，K 按照本能開始獵殺一頭羊來取食，他的方法古怪之極，他跟著羊群跑，跑了整整一天，
他是“在後面者”，也是在“他者”之後的人。 這個動人的場景無疑來自伊甸園的啟示，他比德里達

更早讀懂了聖經裡關於動物和人的關係的本原位置。 當他在水裡按住一頭羊並殺死它時，他的暴

力來自上帝交給人類的對動物的命名權。 隨後，他感到了悔恨，他想：難道我千里迢迢來到這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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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殺死這頭羊嗎？ 這就是追隨的本義嗎？ 什麼叫做在後面？ 在追趕著羊的過程中，K 發現羊實

際上是帶著他一圈圈圍繞著水壩在跑，也就是說他們的奔跑路線是一個封閉的圓。 在封閉的圓的

路線奔跑，誰是在前面者？ 誰又是在後面者？ 誰還說得清楚？ 這就是“我”與“他者”應有的關係：
我們互相追隨，我們成為我們。

我們看另一個例子：小說的第二章是由醫生的日記組成，K 被關進了集中營，這個醫生記載了

K 的古怪德行徑。 在長期的接觸中，兩個人的關係發生了變化。 醫生不再是 K 的審訊者，而成為

K 的熱烈的崇拜者，他被 K 所吸引。 當 K 逃跑之後，他向 K 發出狂熱的呼喚：請帶上我一起奔跑，
我要追隨你而去。 誰是羊？ 誰是羊的命名者？ 圓形的路線又開始出現。 醫生在追隨的渴望中找到

了自己的身份：“我追隨，故我在。”
《動物故我在》的“我在”在法語中又含有“追隨”的意思。 所以這本書名也可以翻譯為“動物

故我追隨”。⑥“哀悼”和“追隨”因此定義了“我們”的最根本結構。 《邁克爾·K 的生活和時代》⑦

是一部關於追隨的故事，如何把這個“追隨”解讀出來，就是本文的目的。
與此同時，讓我們再來看兩個相互關聯的例子。 K 給人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他的奇怪而神奇的

身體，他的身體也是最難以被理解的現象。 一方面，他的身體已逐漸不再是人的身體，而正向著動

物轉化：“我就好像一只不知道自己的洞在哪裡的螞蟻，他想到。 他把自己的雙手插進沙子，讓沙

土一次次地穿過手指流淌。” （第 103 頁） “他把自己想作是一只在岩石中挖出自己前進之路的白

蟻。 看來除了生存沒有任何事情可做。 他在那裡坐得如此安穩，即是鳥兒飛下來，落在他的肩頭，
也不會使他吃驚。”（第 142 ~ 143 頁）另一方面，他的身體又充滿力量，這種力量甚至讓醫生感到吃

驚，因為 K 總有辦法在任何不可能的情況下逃亡，他的身體似乎有種不可征服的能力。 在另一個

截然不同的文本裡，我們讀到這樣的文字：
無器官的身體，我們絕不會達到它，我們無法達到它，我們不斷地接近它，它就是一個界

限。 有人問：無器官的身體，它是什麼？ ———但你已經身處其上了，像個寄生蟲那般緩慢爬

行，像個盲人那般暗中摸索，或像個瘋子那般奔跑著：沙漠中的旅人和草原上的遊牧部落。
正是在它之上，我們安睡，醒來，攻擊———進行攻擊和被攻擊，我們尋找著自身之所在，我們

體驗到那令人難以置信的幸福和令人驚異的失敗，我們滲透著和被滲透著，我們愛著。⑧

庫切小說著迷描寫一種純粹物質性的身體，這種身體的各個器官處於不穩定的狀態，它們會發

生病變、殘缺乃至消亡，如 K 的兔唇、沃倫老太患癌的乳房、星期五缺失的舌頭等等。 然而 K 的身

體多少有點與眾不同，它在向著無器官的狀態演變，它在變成不同的蟄伏的爬行動物，而正是在這

種對自己身體的欲望的壓制中（對自己身體的否定），K 的農人本性開始復蘇，他開始種植南瓜。
也正是在他身體器官功能幾乎降到零點時，他拒絕治療、拒絕飲食，然而他似乎也因此可以飛翔，他
在別人無法逃走的情況下，從集中營神奇地脫身。 《邁克爾·K 的生活和時代》的文本布滿了無法

破解的身體的神跡。
在什麼程度上，K 的身體符合德勒茲和加塔利對身體的全部暢想：失去器官的身體不過就是身

體逃離了意義、符碼和主體化？ 失去器官的身體便失去了器官的欲望，但也因此，身體變成了純粹

的欲望，最根本的欲望，一個欲望的機器，充滿生產性？ 失去器官的身體就像大地，大地是沒有標界

的，自由的風，遷徙的百獸、移動的底層、變化的四季、突來的地震、水災和森林大火、洶湧的海嘯，在
這些災難中，新的生命力和創造力被喚起，大地不需要超驗的意義，它自己是意義和力量之源（德
勒茲改寫斯賓諾莎的“實體”概念：實體=內在性）？ 失去器官的身體就是施虐的遊戲，權力在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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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解域之中？ 甚至，K 看起來完全是按照德勒茲和加塔利的教導在行動：“因此，應該這樣做：將你

自身置於一個層之上，利用它所提供的那些可能性進行實驗，在它之上發現一個有利的場所，發現

潛在的解域運動，可能性的逃逸線，檢驗它們，到處確保著流之間的結合，一個節段一個節段地檢驗

強度的連續體，始終擁有新疆土之上的一小塊土地。”⑨K 從來不想反抗和打碎一個層面，相反，他
在這個層面上挖一個洞穴居住下來，以確保他對層面的逃離。

《邁克爾·K 的生活和時代》是一個自我解域和逃逸的文本，這就是它留下的痕跡，在它的運

動中，我們很難喊出德里達、德勒茲或 K 的名字，他們都在那裡，又都不在那裡。 正是在這個意義

上，《邁克爾·K 的生活和時代》是個包含悼念結構的文本：它的無限敘述的痕跡彼此交叉，互相應

和，但自身卻是一個沒法被命名的和類似無器官的身體。
我們對這個文本需要創造性地閱讀。 我們在下面的閱讀中要發明一個“敘事者”的概念，我們

用它指認一個在場又不在場的敘事者。 這個敘事者不是一個角色，但它好像又是一個角色，一個跟

隨著 K、K 走在哪它便走在哪、永遠處在 K 身後的一個角色。 庫切沒有為它命名，它也沒有任何的

外貌特徵，就仿佛只是一個痕跡。 我們認為《邁克爾·K 的生活和時代》的敘事者無法用已有的敘

事理論來討論。 因為這個敘事者只是一個痕跡，K 的一個影子，一個我們借用阿爾杜塞“症候閱

讀”才能讀出的形象。 總而言之，我們的閱讀起於我們對這個敘事者和 K 的關係的辨認。 他們彼

此之間—無名的 K 和同樣無名的敘事者—構成了一個在時間開始之前便存在的“我們”。 我們將

稱呼它為“在後面者。”我們將看到的是它和 K 形成友誼、責任和債務的關係。

二、“在後面者”的眼睛

敘事者不是在事件的時空關係之外敘述事件，而是處於所敘述的事件的時空關係之內，它本身

是 K 的追隨著。 所謂追隨，它本來的意思就是跟著，跟隨，不越過，隨後，在身後，即在空間上位於

被追隨者之後，即它是在後面者。 “在後面”正是《邁克爾·K 的生活和時代》第一部分的敘事點，
在整個原著的一百七十多頁裡，故事敘述視角從來沒有越過 K，而從他的前面發出來過。 不站在 K

的前面，意味著敘述者不直接面對 K 前面的空間，因此他的眼睛看不見被 K 的身體擋住的前方，任
何空間都不脫離 K 的身體而存在，都因 K 的身體而存在，K 的身體是前面空間的入口，K 走到哪

裡，空間才出現在哪裡。 沒有一個事先已經存在那裡的時空，或者等在那裡的時空，K 的到來只是

進入，於是，這個時空可以離開 K 而獨立描述，甚至關於 K 的知識也必須在一個客觀的時空條件下

才能被理解。 對於追隨者來說，沒有這麼一個客觀的和先驗存在的空間與背景。 它如果事先知道

了它，它就不叫追隨者了，它不能看到比 K 更闊大和遼遠的現實———它的視野總是被 K 的身影遮

擋住：它在後面。 這就是追隨者最直接的和最本來的意思：在被追隨者的身後，在一個黑人或者有

色人身後，在一個智力不健全的殘障人身後，在一個城市工人身後，在一個農民身後，不棄不離，緊
緊跟隨。 即使這個追隨者是一個有著卓越頭腦的白人，那麼他也置自己於一個非白人的身後，在自

己的自我否定性之後。 如果一條階級的和宗族的界限存在於追隨者和被追隨者之間，那麼，追隨者

並沒有試圖去抹去這個界限或者越過這個界限，使得自己和被追隨者肩並肩地走在一起，而是采取

了在後的“身位”。 它跟隨著，因此並沒有被徹底否定；它跟隨著，既是他者又不是他者；它跟隨著，
既是自己，又不是自己，於是一個新的友誼和債務關係便因此形成。 這種追隨者的敘事，或許是庫

切文學裡最根本的敘事特徵，它是我們理解庫切作品的鑰匙。
以追隨者來敘述，內含著對於殖民主義體系想像性的解決方案，這是庫切對於後殖民文學的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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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貢獻：他的文學策略確實是無處不在地對“帝國”進行“逆寫”，特別是對於笛福“魯濱遜漂流記”
殖民原型敘事的反寫，但，不管如何反寫，一個寄居者的白人作家們必須解決他和星期五的想像性

關係，這種關係當然表面上也是通過“反寫”來完成：一個想像性的，替代性的敘事者被置於星期五

類人物的身後，但這種“反寫”要比“逆寫帝國”裡提出的理論深刻得多：因為其實質不是反寫，而是

跟隨，不是反寫一種帝國內部的權力關係，而是跟隨一種逃逸出這種殖民 ／被殖民結構的符碼的軌

跡，去想象一種代替殖民主義的新型人類關係，這個關係，就是追隨。
當這樣的追隨者成為故事的敘事者時，可想而知的是，它將使一個故事的敘述結構、認識論和

倫理學發生相應的改變。
敘事悖論：當一個“在後面者”來講述“在前面者”的故事的時候，講述便陷入一個不可調節的

悖論之中：“在前面者”知道自己的故事，但他自己不講，“在後面者”不知道“在前面者”的故事，卻
要來講。 這個講述的圈套是庫切最愛使用的敘事困境敘述法。 《福》中蘇珊·巴頓替星期五講述

她不知道的星期五的故事，屬於同樣的敘述圈套，只不過在《福》中，巴頓和星期五作為兩個人物出

場。 而在《邁克爾·K 的生活和時代》，敘事者未被設定為小說裡的具體人物，似乎只是一個全知

敘述功能，但其體現的敘述悖論是一樣的，它們都是使故事處於一個不能講述的講述條件中。 如果

仔細閱讀《邁克爾·K 的生活和時代》就不難發現，“在後面者”要講的不是它心目中關於 K 的故

事，而是 K 的故事本身，它不願意在 K 的故事裡增添哪怕一點點自己的想象、自己的情感、自己的

好惡，相反，它盡其所能求真求實地講述 K 的故事，追求那種好像出自 K 之口的效果。 “在後面

者”決心為 K 寫自傳而不是傳記。
為了完成為“他者”寫自傳，敘事者就必須做出一番似是而非的認真姿態，它必須特別在意它

使用的語言，這個語言不能流露出一點言說者的個性。 它必須是極度及物的，甚至及物到了充滿實

用性。 “在後面者”的敘事語言完全不是文學的語言，它努力展現 K 的各種行動、動作和周邊的事

件，仿佛這種敘事語言已經和 K 的動作與環境融為一體，而不再是語言了。 我們看這個例子：“一
個星期天的一大早，他光顧了德沃爾公園，絞斷了園丁們放工具的那個棚子的門鎖。 他拿了一些手

用工具和一輛獨輪手推車，他把這輛小車推回了海角車站。 他在公寓後面的一個小巷裡幹起活來，
他拆散了一個舊板條箱，拼成一個兩英尺見方的平板，還有一個立起來的靠背，他把這個有靠背的

平板用粗鐵絲固定在那輛獨輪手推車上。”（第 10 ~ 11 頁）這種描述制造工具的細節的語言比比皆

是，這裡引用的是造車，後面還有建“屋”、種植等等，粗看起來，這類描寫應該出現在某物的制造手

冊裡，在這部小說的大量出現體現了作者的一種深層的意識，即他要發明一種及物的寫作語言，他
要嘗試一種及物寫作的模式，他要放棄任何虛構，以圖對事實做直接陳述。

解域的知識論：在“我”為“你”寫自傳的寫作行動中，“你”的主體性沒有了，“我”的主體性也

沒有了，“我們”以相互取消對方的主體性來變成我們，自傳因此是以“我們”的名義寫的，這就是德

勒茲說的主體間的解域。 “我們”是沒有器官的身體，我們用身體在寫作，這便是“我們”寫作的條

件。 “在後面者”本身就不是一個人物，而是一個“空”的敘事者，一個未實體化的聲音，一個自動的

書寫，它是一個沒有器官的言說者。 而 K 是正在變成沒有器官的身體的人：“如果說世上有兩種

人，那麼我正在變成另一類人。 如果我被刀割了，他想到，一邊伸出自己的手腕，看著那手腕，那麼

鮮血不會從我的身體中噴出，而是慢慢地滲流，在滲流了一些之後，就會乾結，就會痊愈。 我每一天

都在變得更小，更硬。 如果我注定死在這裡，坐在我的洞口，下巴放在膝蓋上，眺望著那片平原，一
天之內我就會被風吹乾，我將會完整地保存下來，就像那些困死在荒漠沙海中的人一樣。”（第 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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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頁）“死亡於活著之中”，或者“在死亡裡活著”一直就是 K 的存在狀態。 “那時他就已經變得比

實際年齡大得多，已經不再有欲望。 無論那在他身體裡嚎叫著的動物天性是什麼，它都被饑餓變成

了寧靜。”（第 84 ~ 85 頁）K 的身體的功能在一點點發生轉變，器官的意義似乎在喪失。 不僅如此，
他還在變成另一種人類，一種蟄伏於洞穴的接近爬行動物的人：“他生活在日曆和鐘表達不到的一

個有幸被人遺忘的角落，半睡半醒的。 他想到，好像一個在香腸中打瞌睡的寄生蟲；好像一只伏在

石頭下的蜥蜴。”（第 142 ~ 143 頁）人和動物之間的界限變得越來越模糊，人的身體在變成另一種身

體，這種事物的變化與其說是受辯證法原則的支配，不如說是一種嚴格的自我否定的結果：“無論

那在他身體裡嚎叫著的動物天性是什麼，它都被饑餓變成了寧靜”，器官被否定了器官性，身體被

否定了物質性，自然的欲望受到極度的壓制。 現代性主體通過壓抑自然人的一面而獲得超我的崇

高性，K 做的恰恰相反，他的行動表明他正做著從超我的自詡中、從永生的夢想裡、從對創造力的期

待上自行解脫的努力。 他做夢的時間越來越長，醒來的時間越來越短，歷史的時間在他身上已被自

然的生物的時間所代替，他似乎要以這種方式逃離資本主義的欲望機器。
和《福》裡的星期五一樣，K 也是一個沒有欲望的人。 在他出生的那一刻，性就被接生婆所代

表的“史詩”敘事否定了，它成了天生的匱乏和缺失。 在為 K 看病的醫生眼裡，K 天生兔唇，頭腦遲

鈍，沒有性欲，簡直就是造物主的過失：“因為邁克爾斯在我看來，總是好像某個人把一捧塵土撥拉

到一起，把唾沫吐在上面，把它拍成一個基本的人形，犯一兩個錯誤（那張嘴，無疑還有頭腦中的內

容），忽略了一兩個細節（性），但是最終形成一個真正的小泥人兒，那種小人兒，人們常常在農民藝

術品中看到，他從自己的宿主———母親的兩條大腿中間來到這個世界上，手指頭鉤著，後背彎曲，心
甘情願一輩子過穴居生活，它是一種生物，總是彎腰對著泥土度過自己醒時的生活，當它的大限終

於到了，就自己掘墳墓，並悄悄溜進去，把沉重的泥土蓋在自己的頭上，好像一條毯子，並發出最後

的微笑，翻個身，沉入夢鄉，終於到家了。”（第 196 ~ 197 頁）
解域因此是 K 最重要的生命和生活特徵：殘唇使他無法言說，無欲使他不想做父親，這確如斯

皮瓦克說的，K 代表了對西方資本主義佔有的“個人”概念的顛覆。 不僅如此，K 代表主體的自我

解域的現象：他不加入革命隊伍，站到反抗者的行列，進入一個新的歷史主體塑造的進程。 相反，他
千方百計地要從這個進程中逃離出來，這便形成小說最有趣的部分：K 返回故鄉所走的路線竟然與

遊擊隊員們使用的路線重合，這些路線穿插於政府軍控制的間隙之中，隱匿於曠野深山之內。 K 的

逃遁能力使他像個卓越的遊擊戰士，但事實是，他的行為與反抗無關，他只是個“遊牧民族”。 他的

行動只是在身後留下大塊大塊解域的領域，這是他逃亡的結果。 每一次逃亡都是穿過一道道關卡

路哨和私有領地的越界，這是對例外狀態的法的挑戰和對將大地私有財產化的現代資本主義制度

的挑戰。 但他是以遊牧民族的方式進行，即從一個個地方遷徙，從不駐紮下來，建立自己的私有領

地。 當他最終在一個石縫裡找到一個寄身之處時，他開始搭建自己的房子：
當他把泥巴塞到縫隙裡並且把它抹平的時候，他想到下一場大雨就會把他精心完成

的泥灰工程都沖掉；的確，雨水會穿過他的房子流下溪谷。 我當初應該在這層沙子下面鋪

一層石頭，他想到；我應該考慮給自己弄個屋簷。 但是他隨後想到：我又不是要離開這在

水壩邊上蓋一座傳給子孫後代的房子。 我要蓋的是個隨隨便便、能湊合一時遮身避雨的

地方，將來放棄了也一點兒不心疼。 這樣，即使他們發現了這個地方或者它的廢墟，也只

會互相搖搖頭，說：蓋房的是些多麼不中用的家夥呀，他們的活兒真沒有半點可自豪的地

方！ 不過那也無關緊要。 （第 124 ~ 12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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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的這套想法的背後是一種“解域”的認識論。 “我們”———“在後面者”和 K———目光所及之

處，自然出現了，但它不作為風景，使 K 體驗審美的或者崇高的自我肯定的情感；在“我們”的自傳

裡，不存在這種將自然變為客體所需要的一系列寫作裝置：透視法、描寫法、抒情法和闡釋，K 對自

然的經驗沒有上升到狄爾泰所說的詩性經驗的層面，自然對 K 而言只是意味著自我主體的解域：
他越來越接近動物和洞穴。 不是大地向他敞開，因為大地本來就是敞開的，而是他向大地敞開，
“我們”和大地在敞開之處相遇。

這種解域的知識實踐具有雙向的意義。 一方面，K 解除了他和自然的主 ／客二元對立的關係，
使自然回到了它原來的位置，而 K 一次次向著自然逃亡也因此可被視為追隨：對大地敞開的痕跡

的追隨———“我們”追隨自然，“在後面者”追隨 K，嵌套的相依相隨。 另一方面，K 也使自己逃脫了

作為淪為他者的知識客體的命運：他成為了無法被定義的“東西”。 每一次被抓捕，警察都會問，這
人是誰？

沒有人知道他是哪裡人。 他身上沒有任何證件，甚至綠卡也沒有。 在管理名單上關

於他的情況這樣寫道：“邁克爾·維薩基———監控———四十歲———無家庭———失業”，並

且指控他未經許可就離開原地方行政管理區，沒有身份證件，違反宵禁令，酗酒和妨害治

安。”（第 87 頁）
再一次被捕，在給他治病的醫生眼裡：K 就像“繼續讓一只最弱的小鴨子或著瘦弱的小貓崽活著

一樣，或者就像讓一只被趕出窩的羽毛未豐的小鳥活著一樣。 沒有證件，身無分文；沒有家庭，沒有朋

友，沒有你自己是誰的意識。 這種怪事真是令人費解，登峰造極，如此這般，也堪稱是一個奇跡”。 （第

173~174 頁）正是由於 K 身上太多的不可理解之謎，才引起醫生對 K 的濃厚興趣，並通過自己的幻

想，虛構了 K 作為一個逃跑者的奇跡。 “無知無畏”的 K 因此逃避了最終的權力詢喚機制。
K 是知識之外的知識，他的故事只能由他的追隨者來講述：講述的內容和方式也都是深度的解

域實踐。

三、友誼

“在後面者”和 K 之間的關係不是認知的知識論上的關係而是倫理學意義上的關係，他們的關

係只能用“友誼”來定義。 “我”跟在你身後，“我”為你寫自傳，不是要知道你是誰，而是來自“我”
內心的責任。 寫作並不揭示真理，寫，只是因為不能不寫；寫，不是因為“我”要成為你，而是以此方

式追隨，並是“我”唯一能支付的方式。 “在後面者”永遠不可能與 K 完全重合，否則，這部小說便

真的變為 K 的自傳。 敘述者是位於 K 身後的人，正因為存在這種敘事學意義上的 “自傳延

異”———我的自傳讓你來寫，寫作才不成為主體建構的過程，而是解域式的追隨。
K 的故事有多重可能的講述方式，父親的、母親的、接生婆的，甚至中文翻譯者的。 而在這眾多

可能性中，追隨者並沒有必然的優勢，直到事情發生了激烈的轉折：K 回到了母親的身邊，而且突然

知道了自己生命的意義就在於照顧母親。 那是一個寒冷的夜晚，K 又睡在了母親的房間，照顧病中

的母親。 母親的大腿和雙臂上布滿了搔抓的痕跡。 K 把眼睛移開，陷入了沉思：“但是他不逃避任

何他認為是自己義務的事情。 多年前，在休伊斯·諾雷牛斯學校的自行車棚後面，這個問題就曾經

使他苦惱過，換句話說，他到底為什麼被人帶到這個世界上來呢？ 現在這個問題有了答案：他來到

這個世界上，就是為了照顧她的母親。”（第 6 頁）這個轉折預示小說倫理主題的開始。 K 不再如以

前那樣，是一個在社會上艱苦求生存的個體，而是回到了倫理的共同體裡，他回來照顧母親，而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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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就是追隨的根本的意義。
在回到母親身邊之前，K 的成長敘事是由一串時間連詞“後來”（after）來搭建的。 “在短期試

讀之後，他被學校轟了出來”，“三年之後，他離開了園林處”，“然後，他在菜市場廣場的一處公共廁

所找到一份工作”，“在發生了這樁意外之後，他辭掉了夜班工作”（第 2 頁）。 這最初的成長敘事被

after 組織進了線性時間結構裡，而以這種方式組織自己的時間在 K 看來是沒有意義的，所以他等

待線性時間的斷裂，新的意義好突然出現。 這時，他接到了母親託人捎來的口信，告訴母親需要他，
希望他來接她出院回家，這個信送來的是母親的信託，接受它，K 和母親的關係就發生了實質性的

變化，K 要照顧母親了。 照顧（ look after）裡的 after 不再是時間先後的意思，而是倫理的呵護和關

懷，是站在後面照顧你的意思，它在空間上組成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K 站在母親的後面，他推著母

親回家，隨後的事件將不再以時間先後的順序而書寫，反之，它們進入“追隨”的倫理結構。 時間在

敘事中突然流淌得如此緩慢，大段大段的書寫可以給與初看去毫無意義的造手推車的細節：
他拿著那兩個自行車軲轆、那根鋼棍和工具，來到外面的胡同裡，坐在一片陽光底下，重

新解決怎麼防止車輪從那根車軸上滑掉的問題。 他幹了整整一個下午；到傍晚時分，他用一

條鋼鋸條，費了九牛二虎的力氣，才算在那根鋼棍的兩端各鋸出一條道道，沿著這條淺槽他

能夠用鐵絲纏繞固定住一英寸高的擋頭墊圈。 把車輪子安在這擋頭墊圈之間的鋼棍上，剩
下的事情就是用鐵絲一圈接一圈地繞著這根鋼棍，固定住嚴絲合縫地頂著輪子的墊圈，這個

問題看來是解決了。 那天晚上，他幾乎既沒吃飯也沒睡覺，他急不可耐地繼續著手頭的工

作。 第二天早晨，他拆掉了舊手推車上的那個平板座，把它做成一個三面有邊的窄窄的箱

子，還安上兩個長扶手，他用鐵絲把這兩個扶手固定在車軸的上方。 現在他已經做成了一個

輪椅，它雖然談不上制作得很堅固，但是足以承載他母親的重量。 （第 20~21 頁）
這個細節之所以重要，在於這個車是使“追隨”變得可能的條件：請母親坐在自己的車上，推著

母親去看海，推著母親去逃亡，最後推著母親去臨終之地，沒有車，就沒有全書唯一的故事：追隨。
母親坐在前面，後面是推車的兒子，兒子走在在母親的後面，表面是兒子在照顧年邁的母親，但實際

上，是兒子追隨前面的母親。 當這個敘事的基本框架出來後，小說的唯一主題———追隨———就只能

由“在後面者”來講述，而不是其他敘述者：父親、母親和接生婆。
從庫切的不同作品裡可以找到大概三種信託的模式：1.孩子作為母親的信託人，在《邁克爾·

K 的生活和時代》和《鐵器時代》裡，庫倫老太給女兒的家書和安娜·K 給 K 的信息屬於此種類型；
2.主人 ／醫生作為奴隸或病人的信託人，《福》和《邁克爾·K 的生活和時代》中蘇珊·巴頓和醫生

與星期五和 K 的關係為此種類型；3.敘事者作為 K 的信託人。 前兩種託付關係比較具體明確，都
是由具體的社會關係組成：親屬、主 ／奴和醫 ／患關係。 唯有最後一種，敘述者不是一個人物，因此難

以看出它和 K 之間的關係，這樣一來，這部小說中的 K 是母親信託之人，但自己似乎卻沒有人可託

付，他成了庫切所有小說裡唯一的孤獨者。 但事實上，K 的故事並不是他本人講述的，而是存在著

另一個聲音，講述 K 的故事，這個講述者顯然正是 K 將自己的信息託付之人。 它卻沒有名字，它好

像只是一個敘述的策略。
我們認為，這個看似無名的“敘事裝置”才真正是庫切作品裡最重要的敘事者。 《邁克爾·K

的生活和時代》的第二部分是由給 K 看病的醫生的日子組成的，因此他和 K 的關係首先是病患關

係，其次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關係，最後才是信託的關係，這種信託關係和巴頓與星期五的信託關

係是一模一樣的，即他們在一定程度上是星期五和 K 的保護人：醫生總是在審訊上盡量保護 K，巴

041



頓則一心一意要將星期五送回自己的祖國。 但是，我們看到，一旦要為星期五和 K 找一個現實裡

的信託人或者保護者，他們在受保護的時候，也難免不受傷害。 真實的權力關係正是權力得以運作

所依賴的方式。 比如，當巴頓強行教授星期五學習英文的時候，當醫生想方設法讓拒絕飲食的 K

吃飯的時候，這樣暴力就開始傷害到他們保護的對象。 這種暴力的來源在於巴頓和醫生總壓抑不

住要給對方命名的欲望：星期五你到底是誰？ 你從哪來？ 我應該如何稱呼你？ 教你寫字就是幫助

我為你更好的命名。 同樣的，醫生一會兒把 K 當邁克爾，一會兒當邁克爾斯。 獄長也是如此，他要

知道 K 到底是誰，是不是支持了遊擊隊，或者只是流浪漢。 他的審訊來自於急於去給 K 命名的欲

望。 而命名就意味著社會對個體施加暴力。
這時我們就知道作為“無名”的敘事者的重要性了。 只有未被命名，這個敘事者才能和 K 建立

一種無暴力的關係，這種無暴力的關係即使在母親和 K 之間也不能完全達到。 兔唇是醫學對 K 的

命名，在此命名下，母親覺得自己的孩子很難看，所以在幼年時對他的照顧頗有些不耐煩，這些都是

傷害 K 和母親的感情的地方。 應該說，K 和母親的關係沒有達到信賴的程度，它僅僅是照顧。 K

和敘事者的關係就不一樣了：敘事者從來沒有要在現實中去命名 K，K 對敘事者是一個未被命名的

存在；同樣，敘事者自己也沒有被命名，K 也無意去命名它，他不用試圖去稱呼他，正如星期五和 K

必須去稱呼巴頓和醫生那樣。 建立一種沒有暴力的關係便是 K 對敘事者信任的基礎，這種信任建

立在敘事者沒有被命名這一關鍵點上。 因此，敘事者不是純粹的敘事裝置，它和 K 的交往發生在

彼此不命名對方的場地，這種關係我們稱之為友誼。
無名者彼此的友誼如何互相施與？ 即如何通過不試圖命名對方而表達“我”的善意？ 庫切沒

有哪部小說像《邁克爾·K 的生活和時代》一樣將問題提到這個高度來審視，因此，敘事者所使用

的語言也很少在其他小說裡見過。 敘事者是通過一種特殊的語言和風格來向 K 致敬。 它使用的

語言按中國的說法具有如下的特點：一不載道、二不言志、三不為文。 也就是說，這是一種處於貧困

狀態的語言，一種幾乎要自我取消的語言。 由於敘事者在講述 K 的故事時，不發議論、不做判斷、
不證明、不論證，不抒情，因此這種語言成為最無個性的一種語言，誰都能使用它，但不論誰使用它，
它都外在於使用者的個性、社會身份。 女性主義不能將之變為性別語言，社會階級不能將之變為階

級語言，一個種族不能將之變為特定的種族語言。 這是一種為所有人使用的卻無法被佔用的語言，
這種語言我們可以稱之為阿甘本說的完全退回到潛藏狀態的語言，也是如德勒茲所說的無形式的

描述性語言，或德里達所說的“難點”：一種不能來命名只能去描述的語言。 敘事者使自己處於語

言的外在性裡，它以此向 K 表示善意。
作為回報，K 也使自己的言說處於語言的外在性中，這表現在 K 總是處於兩種失語的狀態。

在第一種情況裡，K 幾乎失去了語言，最有代表性的情況是，當醫院的護士交給他母親的骨灰時，K

的表現是：“‘我怎麼知道呢？’他說道，‘你怎麼知道什麼？’那個護士問道。 他不耐煩地指著那個盒

子。 ‘我怎麼知道呢？’他挑釁地問道。 她拒絕回答，或者不懂他在說什麼。”（第 39 頁）K 或許想問

的是，我怎麼知道這是母親的骨灰而不是其他逝者的骨灰？ 但他的問話因為缺乏明顯的所指也就

顯得意義晦暗不明，但也因此，他的問話反而追問和質疑的純粹性。 “我怎麼知道呢？”他的第二遍

的重複沒有添加任何更多的語義，多的只是一個聲調，這個聲調讓人聽出挑釁和憤怒的意味。 K 不

在說語言，而在說語言的強度，他的語言是強度。 這已經接近於動物對語言的使用方法了。 在很多

時候，K 乾脆放棄語言，而使用聲音：“他卻讓自己想象躺在一個很乾淨的床上，躺在新鮮、潔白的

被褥之間。 他咳嗽著，發出像貓頭鷹似的呼呼聲，並且聽到那與自己截然不同的聲音，可那又並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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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回聲。 雖然他的嗓子挺疼，但是他還是又發了一下聲。 這是他自從離開艾爾伯特王子城以來第

一次聽到自己的聲音。 他想：在這裡，只要我喜歡，我就可以發出任何聲音。”（第 70 頁）K 正在成

為在語言之外使用語言的動物。
在第二種情況裡，K 拒絕語言的集體言說方式：在加卡爾斯德里難民營生活的那一段時間，他

有機會觀察其他難民悲苦的生活，他發現自己也有類似的經歷可以講述，於是，在很小的一個聚會

裡，他試圖講述自己的故事。 “出現了一陣沉默。 K 想到，現在我必須講講關於骨灰的事兒，這樣

才算完整，這樣才是講了整個故事。 但是他發現他沒法講，或者暫時還沒法講。 那個拿著吉他的人

已經開始彈起一段新的曲調。 K 感覺到人群的注意力已經從他身上轉移到音樂上去了。 ‘在開普

敦也沒有任何福利，’他說，’福利已經停止了。’隔壁的帳篷門閃閃發光，被帳篷裡的一枝蠟燭照

亮；人們移動的身影投射在牆上比真人還要大。 他躺下來，凝視著天上的閃閃群星。”（第 98 頁）
敘事者和 K 雖然使用的是兩種不同的語言，但彼此相同之處是，兩個人都是通過否定語言來

使用語言的。 正是這種努力將各自置身於語言之外，他們才開始了真正的交流、傾聽，形成了一個

沒有個性的、失去命名能力的語言的“共同體”。 在某些時刻，他們的語言接近受虐者的語言。 K

是使用受虐語言的專家，他用這樣的方法每每可以達到對權力的顛覆：在 K 逃亡的途中，他不幸又

陷入主 ／奴的剝削關係，他給好吃懶做的主人打來了四只小鳥果腹。 他對主人說：“東西打回來了，
你再不自己體會體會，就太不帶勁了。”“你不會把你自己弄髒的，就連你的小手指頭也不會。”主人

明白 K 不想再伺候他，於是憤然應道：“這話到底是什麼意思？”“你他媽的是什麼意思？ 你要說什

麼事兒，你就說出來！ 你把那些東西放下，我會處置它們的！” （第 78 ~ 79 頁）這是奴隸和主人的一

場對話，兩個人使用不同的兩種語言。 一方用的是指示性的和結論式的語言，另一方則是勸誘而不

是命令。 最終主人服從了 K，自己拿小鳥做飯去了。 K 在面對權力時便會使用這種語言來對話 ／不
對話。 這種語言我們可以稱之為“受虐者”的語言，它的主要特點是描述，主要風格是誘勸。 K 和

媽媽對話全部使用的是這種誘勸風格的語言：“‘只住一個晚上，’他向母親懇求道：‘這樣，您就有

機會自己一個人睡覺了。’”（第 7 頁）“然後他極力哄母親坐著這個車子到外面兜兜風。 ‘外面的新

鮮空氣會對您有好處，’ 他說，‘沒有人會看見，都過了五點了，前面那兒空無一人’。” （第 11 頁）
“邁克爾勸母親親眼來看看這裡的大破壞。”（第 16 頁）“他和她爭論了好幾個小時，對於自己在懇

求母親時表現出來的機靈勁，他自己都十分驚訝。”（第 21 頁）用這種語言，K 總是勝利的一方。
敘事者的平鋪直敘的描述語言則是一種語言的受虐遊戲。 它通過順從語法規則而吊銷語法規

則的執法能力。 描述語言追求陳述的簡單、准確和明晰，它看起來在刻意規避一切語言中可以產生

的含混與歧義的現象，它也不理解其它的修辭手段的意義，如比喻、象徵和借代。 它是語言處於無

修辭的存在狀態。 這種語言的典型使用就是小說中對 K“做車”、“搭屋”、“耕種”、“澆灌”、“麥田

守望”、“收獲”的描述，但這也是“在後面者”的整體語言風格。 這種敘事語言將語言帶向貧窮之

地，它仿佛是為了顯示語法的“肅殺”而前來自我獻祭和自我犧牲的語言。 然而，正是這種表面的

畢恭畢敬，反剝奪了語法享受自己制造各種語言遊戲的快樂，它使語法因缺少健康的娛樂而迅速自

我衰老，它使語言在一種極度的饑餓狀態裡，成為像 K 一樣沒有器官的身體。
作為友人，敘事者把語言帶到語言的界外向 K 表示善意，通過語言的絕食向 K 表達尊敬。

四、債務

哀悼是對友人之死所欠的債務的承認。 庫切的每部小說都以哀悼結尾，這裡面尤以《福》的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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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為典型：在不知哪塊水域的海底，一艘沉船裡的曲曲折折的遊廊裡，浮起一具具屍體。 其中有福

先生、巴頓，最後出現的則是星期五：“他不斷地翻身，直到身體躺平，他的臉對著我的臉。 他的骨

頭被皮膚緊緊包裹著，雙唇萎縮。 我將指尖放進他的牙齒中間，試著伸進去。 他的嘴張開了，從裡

面緩緩流出一道細流，沒有一絲氣息，就那樣不受任何阻礙地流了出來。 這細流流過他的全身，流
向了我，流過了船艙，流過整艘船的殘骸，沖刷著懸崖和小島的兩岸，朝著南方和北方，流向世界的

盡頭。 那道涓涓細流是柔軟的、又是冷冰冰的，黝黑的、似乎永遠流不盡，它拍打著我的眼簾，拍打

著我的面龐。”⑩

我們需要問的反倒是，為什麼一個主人公（他 ／她 ／它）的自然死亡往往也成為小說的終點？ 為

什麼要把小說的終點和主人公生命的終結拴在一起？ 是因為人死了就沒有故事可講了嗎？ 難道把

敘事的終結和生命的終結總聯繫在一起不給人一種宿命的感覺，好像庫切的每個藝術品都從開始

就被一個必然的死亡所籠罩著？ 彌散在庫切寫作中的死亡氣息到底在告訴我們什麼？ 什麼是庫切

小說哀悼的本義？ 其實，庫切不斷在自己的作品裡透露他對這個問題的答案：如果一個主人公（K

或星期五）在死前沒有將自己的生活和事業紀錄下來，那他就真正的消失了，如果有文字記載了他

們的傳奇，他們即使死了，也沒有消失。 死並不等於消失。 從這裡，我們就可以理解庫切作品裡的

死與寫作的真正關係：寫作是來證明不消失的死的存在，換言之，庫切的寫作並不是終於死亡，而永

遠是死之事件發生之後的事件。 這種使死不消失的寫作就是悼念，寫作的本質因此乃是悼念。 而

死之所以無法消失，是因為正義沒有歸還死者，是因為生者對死者的債務沒有償清。 悼念因此就和

債務和正義的償還有關。
《邁克爾·K 的生活和時代》裡的敘事者是 K 的一個卓越的哀悼者：因為在它的故事裡，它清楚

地揭示了 K 處於正義未被歸還的狀態，與此同時，作為友人，它接受 K 的饋贈，並在自己的寫作中承

認這種饋贈，作為自己對 K 的債務。 文學是庫切和後殖民社會形成“我們”的追/悼的一個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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